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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效率分析(1953—1956 年） 

——基于浙江的研究 

陈麟
1,21 

(1.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2.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法学院，浙江杭州

310015) 

【摘要】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对手工业进行合作化改造。在此过程中除了为手工业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

原料等方面的支持外，发生最大变化的是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国家取代以往众多的商人、工场主，成为实际意义上

的“包买商”，试图以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提高手工业的生产力，进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但合作化后期所反

映出来的种种问题揭示了只有在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生产力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关键词】手工业；生产效率；合作化生产；分工 

一、回顾与思考 

近代以来，在机器工业的竞争下，农村地区的手工业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有了一定的发展，不仅像织布、缫丝等传统手工

业获得了发展，同时还有不少如花边、针织等新行业也得到了普及和推广。但上述行业却并未走上向工业化转变的道路，彭南

生将这种朝着机械化发展的工场手工业称为“半工业化”。他认为，近代手工业是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经济”，

将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连在一起[1-2]。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手工业作为农业生产的附属存在，有些学者认为手工业是中国资本

主义发展的障碍，它只是在劳动力大量剩余、人均可用耕地日益不足等情况下，农民为了维持温饱采取的一种被迫行为。对小

农家庭来说，兼业性副业生产尽可能地吸收了家庭剩余劳动力，在国家税收、地租的重压下，通过充分挖掘潜力生产，实现小

农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小农从事农副业主要是为了家庭消费，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他们的行为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

程度的平衡状况来衡量，而不能用单位生产成本和收益来衡量。”[3]黄宗智认为，“手工业作为摇摇欲坠的家庭式农场经济的重

要补充，它帮助维系着一个净收入低于生活需要的农村家庭”，结果“和马克思的分析不同，不是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

                      

[收稿曰期]2016-03-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6-11-29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05) 

[作者简介]陈麟（http://ordd.org/0000-0003-0069-5490)，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法

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2 

商品化了的手工业对近代工业的挑战作出了顽强的抵抗”[4]202-203。但同时也有些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非但没有阻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反，它不仅增加了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消化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而

且还增加了农村社会的生产消费总量，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中一个不可或

缺的产业，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5]。 

在西方机器工业的推动下，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相对机器生产，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在效率上是无

法比拟的，因而对传统的生产工具进行改良或购进新式机器，成为必然且无奈之选。事实上，中国古代手工业能获得巨大突破，

与技术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如宋元时期用脚踏缫车取代手摇缫车，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6]3420。清代以来，江南地区广泛使用

足踏多锭纺车，尽管吴承明、徐新吾等人对此并不认同[7]46[8]386,但手工业生产受到新式机器的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近代浙江许

多地区的手织工业开始逐步地改进生产工具，如绍兴地区“木机（织绸）出品固坚韧耐用，然效率嫌缓;铁机兴起，出品花色亦

繁，花绸、素缎及各种花缎，均层出不穷，木机花素大绸、阔纺等亦源源创出，产量增至 29 万余匹，织制之家计 3400 余户，

是为全盛时代”[9]84。 

与此同时，手工业还有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那就是朝着工场化发展。如 1933年浙江永嘉县工场手工业已占 12.2%[9]811，但

工场使用动力设备的还为数过少，即便使用了，利用率也是极低的(一般都是由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来取代）。据调查统计，这种

情况不止在浙江，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如此。1913年全国 21713家工厂中，不使用原动力的手工工场占 98.40%，使用原动力

的工厂只占 1.6%;而浙江省使用原动力的 14 家占 0.56%，不用原动力的 2493 家，占 99.44%[10]448-449。到 1947 年底，手工工场在

全国 114078家工厂中仍占 76.47%，符合工厂法①2规定的工厂数量仅占 23.53%，而这些工厂中纺织、服装、食品、造纸等轻工业

占了近一半[11]555。不过，当机器工业遇到“商人包买制”支配下的家庭手工业时，它的“生产优势”却被削弱了。一方面，农民

因为资金较少，首先考虑的是满足自身需求，通过来料加工的方式，节省了购买原料的流动资金且免去销售的麻烦，更为重要

的是可以充分利用家庭剩余劳动力。“城镇贫民中，十岁上下之幼女(缝袜头）、壮年妇女（捻袜）、四五十岁之老妇（纺纱折

袜）、失业之男子(烫袜），无不借织袜以为生。”[9]178 家庭成员“无法解雇”的既定事实注定了其更倾向于使用人工劳力，毕

竟让一个劳动力“闲置”起来，造成了经济浪费，比机器所带来的损失更大。传统家庭伦理的内在自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

协调了成员之间的各种关系，降低了组织管理成本，提高了家庭式生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商人也避免了建造厂房所造成

的资金浪费，以及之后带来的管理费用。 

因此，在考察近代手工业的变化时应看到，直接促进其发展的主因更多是区域市场扩大而带来劳动分工的深化，技术改良

尽管给手工业注入了发展活力，但远远还未达到实质性变化这一程度。并且机器工业只是在一些大、中城市获得发展，在短时

间内无法改变乡镇手工业的现状。所谓手工业的技术进步充其量只是现代工业冲击下的“反应”。农副业的地位使手工业很少

会选择去对技术进行有效改进，更为现实的是吸收现代工业部门生产方式上的积极因素，以此来缓解自身内部存在的局限。正

如史建云所说的，“无论社会分工是一个手工业部门自身发展的结果，还是外力的强制，都说明生产过程的进步”[12]。但这仅

仅是“在传统经营方式的基本格局未发生大变动的情况下，朝着横向多元并存和纵向进步演化的方向发展”[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在落后经济基础上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苏联模式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进

行经济建设的首选。国家在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之后，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①工厂法规定：“凡用发动机器之规定，平时雇佣工人在三十人以上者，方才适用。”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第 4卷，（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 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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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手工业生产效率的方式 

为了引导手工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提高手工业的生产力，国家在合作化过程中有意识地从经验推广、流程改进、管

理优化以及逐步实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等四个方面，来加强和提升合作社(组）的生产水平。 

第一，推广先进经验。由于过去个体手工业者以简单、独立的加工、生产为主，因此大多数从业者既不懂机械常识，又无

法学到新技术，致使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国家要提高手工业者的生产技术水平，使其能够适应并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较为有效

的方法是推广同行业的先进经验。在合作化过程中，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提出：“生产合作社之间要互相学习和互相帮助，先

进的（社）帮助落后的(社），后进的（社)学习和赶上先进的（社）；在原有基础上提高社员的技术水平，改进生产设备，改

善企业的经营管理。”①通过开展社际竞赛②，部分合作社(组）在学习地方国营工厂和其他合作社的生产管理经验后，社员的技

术水平和操作方式有了一定提高。如温州市第一方木生产社党支部书记王某某先后两次到杭州学习锯榫机技术，对包括划墨机、

八眼钻孔机等在内的生产工具进行改进，使产量提高 5.4倍③。瑞安县农械生产社的铸工车间通过学习国营工厂和苏联经验，对

熔铁炉进行适当改进，不但节约了焦煤的使用量，而且铁水产量由每小时 1300—1400斤增至 1600—2000斤④。3 

为了促进地区间先进经验的交流，部分县市还组织了生产观摩会、技术训练班、技术研究小组等⑤，合作社则根据自愿原则，

互派人员进行交流学习。如桐乡县濮院镇铁业生产社的代表在听取嘉善县魏塘镇铁业生产社的典型介绍后说:“我来参加时，心

里想只听见鞍钢有技术革新，手工业有啥技术革新呢？参观后亲眼看到了手艺掌握在工具里;都像魏塘铁业社一样，实现社会主

义要不了 15 年。”⑥有些社通过学习、交流之后，不管在产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所提髙。如温州市机修社在与其他社交流生产

经验后，先后试行了 13 种工夹具的操作方法，不但效率提高了 53.2%，工时定额由每台 29 小时 20 分减至 20 小时 11 分，而且

质量比过去提高 4%，成本降低 25%⑦。又如宁波市皮革生产社在推毛方式上由原先的直推改为横推，使这道工序的次品率由 8%

降为 0.5%⑧。 

                      

① 《浙江省机械农具生产合作社的社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组织办法（草案）》，档案号:jll2-003-018,浙江省档案馆藏。 

② 社际竞赛的要求是:合作社(组）在生产经营上进行交流合作，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的基础上，达到并且超过

国家计划指标。参见《浙江省机械农具生产合作社开展打稻机同品种的涉及竞赛合同》，档案号 4112-003-018,浙江省档案馆藏。 

③ 《温州市第一方木生产社第二季度劳动竞赛的情况》，档案号:jll2-003-018,浙江省档案馆藏。 

④ 《瑞安农械生产社是怎样加强技术管理、提高打稻机质量的》，档案号:jll2-003-018,浙江省档案馆藏。 

⑤ 《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方案（草案)——李茂生在浙江省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档案

号:jll2-003-002,浙江省档案馆藏。 

⑥ 《嘉善县魏塘镇铁业生产社生产打稻机和改进创造生产工具及组织给代表参观的情况报告》，档案号:il26-001-179,浙江

省档案馆藏。 

⑦ 《关于打稻机生产专业会议的情况报告》，档案号:U12-003-018,浙江省档案馆藏。 

⑧ 《上报宁波市皮革业的补充材料》，档案号:U12-003-016,浙江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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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改进生产工艺流程。工艺流程指包括产品设计、原料准备、制造生产等在内的整个加工过程。改进生产工艺流程的

目的主要是缩短生产周期，在更短时间内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而合作社要想改进工艺流程，更多地要依靠提髙社员的技术

水平和改进生产工具。对于工具简陋、生产灵活的合作社，主要是改进生产工具，节省生产加工时间，从而提髙单位时间内产

量。如嘉善县魏塘镇铁业社 14名社员对六种常用的生产工具进行改进和创新后，每种工具平均比原来（手工操作）在生产效率

上提髙 3—4倍，其中脚踏绞螺丝床每工能制造“三分”型号的螺丝 780个，比旧式绞扳每工 118个提高 5.61倍；如以生产 200

部打稻机计算，改进后共节约 311.7工（折成金额 394 元），以同样时间则可以多生产 88部打稻机（每部三工半），生产成本

由 55 元降至 45 元。同时，对工具进行改进之后，在产品质量、规格上也有所提高，如弯齿器的弯钢丝在长短、弯度规格上较

之前更统一①。据统计，1956 年嘉善县魏塘铁器社、西塘木器社、西塘铁器社、造纸社、纽扣社等五个社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

率，增添了 58 匹马力的引擎 5 部，陆续购置了钻床、铳床、车床、锯板机、锯片等生产工具②。总的来说，通过改进生产工具

来提高生产效率，需要资金方面的支持，因而比较适合那些便于机械操作的合作社。 

对于一般的合作社来说，在缺乏必要的物资条件的情况下，主要是通过提高社员的操作方式来提高产量，即所谓的劳动分

工。部分合作社实行流水作业后，由于社员生产简单专一，操作方法也因而更易被熟练掌握。同时，集体化生产模式下，各工

序经过排列进行直线生产，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减少了非生产时间的损失，这对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果有明显帮

助。 

在合作社实施流水作业初期，由于社员抱有畏难情绪，生产效率并没有出现预想的增长趋势。如余杭县在城镇雨伞、圆木

生产社及篾竹、小木农具生产小组，虽然在社员经济收入、公共积累等方面都不断提高，但社员的某些顾虑还是影响了他们的

生产积极性，如年老的社员怕分工协作后不自在、不习惯，固定在一道工序上怕身体“受不了”;技术高的社员怕工资拿得少，

技术低的怕学不到全套技术等③。又如金华市第一、二木业生产合作社在分工生产中出现生产效率不增反减的情况，生产一台打

稻机木壳需要工时最多达 2 工半，少的也要 2工 2时；在所生产的 80台打稻机木壳中要求返工修改的就有 48台，占 60%;同时，

社员的经济收入也有所下降，有的社员每天只有 0.8—0.9元。通过调查发现，一些技术好、年纪大的社员不相信流水作业法能

提高质量和效率，认为“流水作业法一个人做一样，从来没有过”，“一个做一样，手法不合”；也有社员认为流水作业是“一

个吊一个，要大家拼命干”，社中的青年社员则抱有“一人做一手，技术学不起”的顾虑;此外，还有的社员则担心工作分配不

合理，“铯的天天铯，体力吃不消，工资不好计算”④。4 

针对上述情况，金华市手工业联社除加强流水作业的业务指导外，还将两个木业社的打稻机木壳生产部分进行合并。合并

后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调整劳动生产关系。根据每个人的技术特点、体力强弱等情况，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编组。如做板组，需要体

                      

①《嘉善县魏塘镇铁业生产社生产打稻机和改进创造生产工具及组织给代表参观的情况报告》，档案号:jl26-001-179,浙江省

档案馆藏。 

② 《嘉善县第六次手工业代表会议总结的报告》，《大会参考资料四》，档案号:jll2-003-002,浙江省档案馆藏。 

③ 《余杭县在城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实行分工协作的情况与经验》，档案号:jll2-001-003,浙江省档案馆藏。 

④ 《金华市第一、二木器社生产打稻机木架的情况》，档案号:jll2-003-018,浙江省档案馆藏。 

⑤ 《金华市第一、二木器社生产打稻机木架的情况》，档案号:U12-003-018,浙江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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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锯得多、铯得平的年轻人，因而将五个年轻力壮的社员编在一起；年纪大、体力弱、技术好的社员则安排在画墨线、做

斜角板、敲架等小组中。同时，在两个社中选出八名干部，组成生产打稻机管理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了明确分工，四名干部负

责生产管理、材料采购、原材料收发、产品检查等日常生产管理，四名干部负责社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随着社员逐渐适应专业化生产，技术熟练度也有明显提高，如社员何某某体力强、铯得快，一天能铯条子 130 根，超过原

先定额(85 根）的 52.94%。通过合理调配劳动力，合作社的工时定额不断下降，平均每台工时定额(罩壳在外）由 1955 年的 18

小时下降到 1956年的 6小时 56分。由于工时定额降低，每台所需的工资支出由 2.1元降到 1.2元(平均为 1.728元）。但社员

收入并未减少，反而有所提高，如社员冯某某开始每天工资 0.8—0.9 元，后增至 1.78元⑤。 

第二，将整个生产过程分为原材料加工和成品生产两部分。原材料加工部门具体分为 5 个组 (圆筒弹墨、锯板、弹片子、

裁料、蒸料烘料等），材料收发员对经过处理的原材料检查合格后，分发给成品生产部门。成品生产部门的 6 个组(木架、斜角

板和装配、底板后壁板、轮罩、条子圆盘、木连杆脚踏板)将制成品交给收发员，后者在入库前根据图样尺寸标准进行检验。检

查合格的产品被打上不同记号，以示由各人负责。实行检查制度后，不仅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规格、尺寸也得到统一，木壳

的返工率则由之前的 60%降到 5%①。加之在取料、烘煮料、生产等方面的技术改进，使原料的耗用量也逐渐减少，每立方木料由

先前可以做 7—7.3 台增至 7.6—7.8 台。因而，打稻机的生产成本也不断降低，由 1955 年每台 18.25 元降至 1956 年的 13.97

元，降幅为 23.45%②。 

此外，为了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劳动分工的过程中，还推行了“三级六等”论质计件的工资制。每工分为三级，差

一级依次减 0.1 元;每级又分为三等，一等者为 1.5 元，二等的 1.45 元，三等的 1.4 元。新的工资制度有效解决了因技术高低

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促使技术较低的社员积极向较高者讨教学习③。5 

浙江省部分合作社在推行流水作业后，通过对社员进行合理的分工安排，不仅个体的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高，而且合作社

的整体经济效益也得到提高。如温州市第一方木生产社根据社员技术特长，按零件的不同技术要求合理调配劳动力。如栅板组

组员黄某某起初被分配去刨板，产量比一般社员低 20%，因收入减少，遂产生了离社单干的想法;后调剂去做钻孔工序后，每天

能钻 100粒，比之前的先进者多 20%。该社 3个车间的 9个小组在一段时间的专业化生产后，技术逐步熟练，生产效率平均提高

                      

① 《关于开展流水作业法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打稻机木壳生产任务的通报》，档案号:jll2-003-018,浙江省

档案馆藏。 

② 《金华市第一、二木器社生产打稻机木架的情况》，档案号:jll2-003-018,浙江省档案馆藏。 

③ 同上。 

④ 《温州市第一方木生产社第二季度劳动竞赛的情况》，档案号:jll2-003-018,浙江省档案馆藏。 

⑤ 《金华地区代表谢仁符同志的发言》，《第四次手工业干部会议各县市代表的发言资料》，档案号:：jll2-003-001，浙江

省档案馆藏。 

⑥ 《关于打稻机生产专业会议的情况报告》，档案号:：ill2-003-018,浙江省档案馆藏。 

⑦ 《湖州市农具机械社一九五六年打稻机生产初步总结》，档案号:jll2-003-018,浙江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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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4%④。金华市铁制品行业的 6个合作社未实行劳动分配之前，人均每天只能打 9把锄头;实行之后，人均每天能打働头 16把。

其中第一铁业生产合作社的总产值由 1954年的 46700元提高到 1955年的 56134元，增加了 20%以上；公共积累由 1954年的 5000

元增加到 1955 年的 7000 元，增加了 40%;社员的人均月收入也从 1954 的 46 元提高到 1955 年的 55 元。由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

高，有 25种产品降低了售价，锄头从原先每斤 0.8元降低到 0.73元⑤。 

第三，优化生产管理制度。为了提髙生产效率、降低成本，部分合作社还实行了“三定”(定机、定员、定物）管理，按月、

按旬编制和执行生产计划⑥。湖州市农具机械社实施“三定”管理制度后，不仅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计划的 115.50%，而且生产成

本由原先每台 31.1元降低到 29.545元，其中原料成本降至 28.39元，比计划成本降低了 9.13元⑦。 

第四，实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手工业生产技术改进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机械设备的广泛使用。在合作化发展到一定

阶段之后，合作社利用积累资金来推动生产工具的逐步升级，使手工生产逐渐走向半机械化、机械化。国家对手工业机械化生

产的规划是：在城市中利用简易的电力机械;在乡村或城镇，则利用水力及旧式引擎动力，进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14]。在工

业化过程中，国家也积极地为那些便于机械化生产的企业提供国营工厂淘汰的旧设备、器械工具。据统计，1954 年底浙江省有

机械化合作社 31 个，社员 1599 人，占社（组）员总数的 1.08%，全年产值 2020000 元；到 1955 年底发展到 46 个，社员 2291

人，占社员总数的 0.7%，全年总产值 6260000 元，占全部合作社(组）总产值的 7.45%，比手工操作的产值至少提高 3 倍①。合

作化高潮后，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提出了目标：1956 年实行机械化、半机械化的社(组）员人数达到 36733 人，占社(组）员人

数的 3.85%，占可能机械化社（组）员人数的 5.69%;1957 年达到 111756 人，占社（组）员人数的 9.31%，占可能机械化社(组）

员人数的 13.21%②。其中金华地区 1956年能进行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社(组）员占社(组）员总数的 3%，1957年则要求达到

6%③;宁波专区 1956年为 130个社 4400个人，占社(组）员人数的 4%,1957年达到 260个社 9976人(在 1956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占社(组)员人数的 8%④;建德专区 1956年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人数占社(组)员人数的 5.3%,1957 年达到 7.4%⑤。6 

但事实上，从整个浙江省的情况来看，尽管部分合作社通过装备动力设备提高了手工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发展程度，但

这些动力设备所能提供的支持却十分有限。即便是改造完成之后的几年内，机械化、半机械化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如 1956年衢

                      

① 《浙江省手工业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今后意见的报告》，档案号:jll2-003-004,浙江省档案馆藏。 

② 《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方案（草案）——李茂生在浙江省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档

案号:jll2-003-002,浙江省档案馆藏。 

③ 《金华地区代表谢仁符同志的发言》，《第四次手工业干部会议各县市代表的发言资料》，档案号:jll2-003-001，浙江省

档案馆藏。 

④ 《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速手工业合作化》，《宁波地区代表张照田同志发言》，档案号:μΐ2-003-002,浙江省档案馆藏。 

⑤ 《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速手工业合作化》，《建德地区代表宋秀村同志发言》，档案号:jll2-003-002,浙江省档案馆藏。 

⑥ 《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规划的报告(初稿)——白如冰在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的报告》，档案

号:3112-003-002,浙江省档案馆藏。 

⑦ 《杭州市制钉生产合作社机械化、半机械化装备情况》，《全省机械化、半机械化铁器生产合作社调査原始资料》，档案

号:jll2-002-011，浙江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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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地区 93 个手工业中，除了脚踏缝纫机、脚踏轧花机外，仅有 10 千瓦电动机 2 台，旧车床 7 部，15 马力引擎和圆盘锯各 1 台
[15]544。据统计，1958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只有四五万台机器设备，按单位来计算，机械化程度还不到 3%。从劳动生产率方面看，

国家宣称 1957 年机械化生产的手工业合作社人均年产值达到 1 一 1.5 万，半机械化的合作社为 0.5—0.8 万元，一般百人以下

的合作社人均年产值为 0.2—0.3 万元[16]。但事实上，1956 年生产合作社(组)人均年产值仅为 1116 元，其中一般生产合作社为

1348元，半机械化生产的合作社 2600元，机械化生产的合作社为 3660 元⑥。在一年的时间内要想迅速提高年产值显然是不切实

际的，更何况一般国营现代化大工厂 1957 年每个工人的平均年产值也才 2—3 万元。无论是设备动力还是供销安排方面，合作

社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即便是装备了机械动力的合作社，若与国营工厂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大幅提高生产效益显

然是不可能的。 

同时，社员技术水平落后、文化程度不高、操作能力缺乏等客观因素制约了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发展。如杭州市制钉生产

合作社的 33名社员中，能操作机器进行生产的只有 4人（其中包括 1 名技术人员），而合作社却采购了动力马达 7部、机械设

备 22部，在机械设备和技术人员数量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部分机械设备处于“备用”状态，造成巨大的资金浪费。1955

年杭州市制钉社的生产总值为 587755元，1956年的计划生产总值却比之前却有所降低，只有 578909元⑦。以上例子选取的还是

那些便于机械化生产的铁业合作社为例，对合作化过程中大部分以手工业操作为主的普通合作社而言，机械动力使用程度更低。 

此外，受社员技术水平的影响，部分合作社不能完全满足和适应新式农具修配任务的需要。如 1955年秋收时，富阳县农业

合作社损坏了七八部打稻机，尽管当地铁业社装备了机械动力设备，但由于缺乏技术人员，不能及时地对打稻机进行修理。农

业社无奈之下打报告到省里，省局派金华铁工厂的技术人员过去修理，但到 10月份又坏了六七部，因此，农业社只能将部分损

坏的打稻机送至杭州进行修理，有些损坏严重的，农民嫌修理麻烦，将其闲置起来，不但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而且阻碍了打

稻机的推广①。据 1955 年统计，浙江省能熟练绘制新式农具图样的技术人员只有 5 人，能进行加工生产的技术工人 170 人。在

农具生产合作社中，只有 32 个社装备了动力机械设备，新式农具修配站只有 50 个。在技术人才、工具设备缺乏的情况下，要

在短期内转变生产方向来适应并满足工农业生产需求，显然还存在较大难度②。7 

三、合作化前后手工业生产效率的分析比较 

在手工业生产效率问题上，合作化生产是否比传统模式下的家庭分工更有效呢？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何为劳动生

产率，它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

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即：劳动生产率（LP)=手工业产出（Y)/

生产要素投入(X)。 

                      

① 《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速手工业合作化》，《建德地区代表宋秀村同志发言》，档案号:jll2-003-002,浙江省档案馆藏。 

② 《关于一九五五年手工业合作化改造工作总结与一九五六年的工作意见（草案）》，《浙江省第四次手工业工作会议简讯

（第四号）》，档案号:〗112-003-002，浙江省档案馆藏。 

③ 为便于对比，这里所谓的传统家庭生产模式，主要指单纯的家庭手工业或家庭作坊，不包含作为农副业存在的手工业。 

④ 边际劳动效益低于劳动生产率。此处引用张俊的模型，参见张俊《传统农业“过密化”：内在机理与边际条件》，载《古

今农业》2008 年第 2 期，第 1-7 页。与张俊不同，冯小红的模型中将边际产量直接理解为 TP<X，iO/AL，即每增加一个单位劳

动力增加的产出。参见冯小红《中国小农经济的评判尺度一*评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载《中国农史》2004年第 4期，第

78-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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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我们将手工业的资本产出的生产函数设为:Q=f(L，K)，其中 Q代表产量，L代表劳动力投入，K代表资本、原材料等投

人。其边际效益函数(一阶函数)表示为： 

 

与之前的传统家庭生产模式③相比，手工业合作化初期在资金、技术、工具等诸多投人因素方面基本上并没有太多改变。因

此，对上述模型进行讨论时，可以做适当地简化处理，以劳动力（L)为自变量的函数模型 Y=/CL)，手工业的产出围绕劳动力要

素的变化而发生增减。 

 

对传统家庭手工业来说，在 A 点（图 1)之后，随着家庭劳动力不断投入，会出现小农经济中常见的问题即边际劳动效益递

减（即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减少），出现手工业的“内卷化”。用公式表达即： 

 

如图 1 所示，根据赵冈的解释，在 B 点时，尽管边际劳动效益递减，但此时却是社会平均产量的最高值，边际劳动成本等

于边际效益，劳动力数量达到最佳状态；同时，平均产量曲线（AP)与平均维生费用线（AS)之间的垂直距离即代表维生之后的

剩余，这部分剩余使得在边际劳动效益递减的情况下，继续增加劳动力成为可能。因而家庭手工业可以继续增加劳动力，来追

求总产量的增加。但在 C点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C点是一个临界点，如继续增加劳动力，导致边际劳动效益低于平均维生费

用[17]。作为“理性"的小生产者而言.当增加的劳动所贡献出的产值低于维生费用之时.势必会减少或转移过多的劳动力。黄宗

智听提出的“内卷化”概念在 A点以后即已开始，只不过劳动边际效益递减还不足以让其减少劳动力投入。 

图 1中纵轴 Y 表示产出，横轴 L表示劳动力；ME表示边际劳动效益曲线，AP表示平均产量曲线，AS表示平均维生费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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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合作化后不管是生产管理还是组织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主要以图 2 为主。微观经

济学理论认为，如果合作社（个人）要获得利润最大化，首要条件便是要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不管是加工订货还是之后统购统销，因没有超额利润的存在，基本可以视边际收益（即每增加一单位产

品的销钽所增加的收益）趋同于产品价格，因此，也可以认为，当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时，合作化（个人）取得的收益达到

最大。同时，在工具、技术等关键性要素投人大致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边际成本也就可以直接视为边际劳动成本，即每增加一

个单位的产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边际劳动成本递增也意味着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品，需要增加更多的劳动力资

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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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纵轴 Y 表示产量，横轴 L表示劳动力；ME表示合作化后的边际劳动效益曲线，MA代表社会平均产量曲线，MC代表边

际劳动力成本曲线，MR表示边际收益曲线。 

手工业合作化将原先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集中起来进行生产，因此，边际劳动效益曲线 ME在 B点之前递增，斜率的绝对值

较高，并且在 B 点取得最高值(H)，即每投入一个劳动力要素的产出实现最大化;而此时边际劳动力成本曲线 MC(L)与 ME 出现相

反的发展，因为劳动分工，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得到优化,单位产品所耗用的劳动力减少，当边际劳动力成本最低（F),即为每增

加一个单位的产品所需要投人的劳动力最少，因此，H、F 在同一条纵轴上。但此时由于依然存在大凿的个体手工业者和手工业

合作小组，在生产分工、动力设备等方面落后于高级形态的合作社，因而社会平均劳动生产效率存在一定的差异，致使社会平

均产撒曲线 MA 的最髙值(G)有一定的滞后，要在 D 点才到来。我们通过资料可以发现，在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之后，以劳动分工

为主的生产形式，不管是在产品质迸、生产速度、原料利用率等方面，都要明显优于家庭式的简单作业。 

B 点之后，曲线 ME 开始逐步递减，而曲线 MC(L)则逐步递增，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并没有对已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组)进行适

当的巩固和提高，而是进一步朝着并社、扩社方面发展，一味地追求快、大，吸收的个体手工业者越来越多，合作社的规模也

越来越庞大，但生产效率却不断递减。如兰溪县 1955—1956 年合作组织的劳动边际效益由 414元上升到 1067元，增长 1.58倍，

但合作化潮到来后，1957 年为 1138 元，只比 1956 年增长 6.6%①。杭州市的—些合作社反映出一个问题，即从社员中直接提拔

的领导干部要挑起数十人乃至上百人的生产经营，困难较多，“新制度没建立，老办法又用不上”[19]26。但在 N点之前，边际劳

动效益仍高于产品市场价格（可以用产品价格来折算劳动力的报酬），也就意味着可以继续允许扩大合作社规模，通过吸纳更

多个体劳动者来获得利润，伊懋可称之为“高水平均衡陷阱”②。8 

但到 N 点之后，生产原料、资金等更多地投入国家工业化之后，如果继续投入劳动力，将使边际劳动效益低于产品的市场

价格，以致合作社出现亏损。从全国情况来看，1956—1957 年劳动边际效益从 1777.8 元上升到 2047.6 元，其中正在组织中的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由 1801 元上升到 2160.7 元，而已经完成组织任务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随着社员人数的不断增加，劳

动边际效益出现了递减情况，从 2851.5 元下降到 2504.5 元[20]。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增长速度也均出

现了下降，产品品种急剧减少。如宁波地区的劳动边际效益由 1952 年的 504 元提高到 1957 年的 1196 元，增长 1.37 倍，但之

后的大合并使手工业遭受严重挫折[15]469。一般对营利性的现代企业而言，N点作为临界点，它会极力避免发生这种得不偿失的情

况，而相应地裁撤员工，使生产逐步恢复“劳动一资源”平衡状态。但合作社对此却无能为力，为了执行上级的指示，需要继

续合并其他的合作小组，吸纳更多的个体劳动者。 

上述并社还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限的前提下，工资水平已无法正常反映出劳动力价值，特别是手工业

者的文化程度差异，这也是从手工业者个体角度来回答劳动生产效率下降的原因。尽管有的合作社对工资采取等级制，但差距

并不明显，更多的还是维持一个均值水平;劳动边际效益看似基本相同，但实际上却有本质上的不同。故将原有生产函数调整为： 

 

                      

①兰溪县二轻工业局编志组编《兰溪市二轻工业志>，浙江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 273 页.  

② 参见 Elvin M. ,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他后来在《大象的退却》中对高水平均衡理论虽有所修正，但大致思路并未改变。参见[澳]伊懋可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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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表示计划经济体制所带的变化量。这个变化量是边际递减的，即 d(L)/d(x)<0。 

边际效益函数修正为： 

 

从此处不难看出，在劳动力比较优势无法发挥的情况下，只是简单增加数量，边际效益并没有出现增长，反而是下降的。

与投资小、经营灵活、管理简单的家庭作坊(或家庭手工业)相比，由于管理费用、工资开支等增加，合作社的利润在逐渐减少;

并且原先那些技术好、效率高的手工业者的个人价值无法在工资制度中得到体现，极大地伤害了其生产积极性。尽管国家在制

定手工业规划中明确指出：“需要将行业发展（即扩大从业人员，增加设备或不增加设备）、生产的提高(不增加从业人员、提

高劳动生产率）、合作社的发展三者区别开来，将衰亡行业的从业人员转到别的地方。”①9但在设定的体制框架内，劳动力数量

却始终无法回归平衡值。因此，唯一可行的便是扩大资金投入(包括技术）、扩大产业规模，以此来刺激利润率的提升;但这又

直接将国家资源拖入“资金沼泽”之中，并且在国家工业化大背景下，有限的资金、原料等资源必然流向工业建设，政府无法

拿出更多的资金予以支持。统购统销则进一步强化了对市场的控制，这对手工业来说是十分致命的。技术变化不大，而主要依

靠市场规模及其扩大来带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市场容量乃是这种“斯密型成长”的极限。 

四、结论 

手工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主要依赖于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体制，它保证了国家控制不断地向下延伸，这不仅保证了生产

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合作社(组)在生产力方面所表现出的优越性还能吸引个体手工业者积极加入其中。合作化开始阶

段手工业快速发展，得益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工有效地提高了单位产量，但如果超过了组织规模的上限，生

产关系中管理经验缺乏、领导水平低下等不可持续且不稳定的内在缺陷就会充分地暴露出来。对个体手工业者来说，在没有市

场价格弹性激励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加人合作社后能有多大的热情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或者超额完成预定产量，都存在一定

的疑问。至少在浙江农业合作化中，已经出现了农民在“求富”无望的情况下“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的“积极性”[21]236,而深

受小农经济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是否也出现了此种消极态度？ 

对合作社的基层干部而言，“虽然集体经济在制度安排上消灭了剩余权机制，但它并不能够取消给予集体生产的监管者经

济激励的需要。由于集体化生产的监管人不拥有剩余权，产权残缺将严重削弱潜在的激励机制，致使集体化对管理者的激励不

足”[22]。这些升迁无望的基层干部却是监管合作社日常生产活动的直接负责人，缺少差额工资、补贴等激励，仅有意识形态方

面的教育显然是难以促使他们去承担合作社盈亏责任的。相对于个体手工业者分散经营，虽然合作生产具有专业化分工协作的

比较优势，但由于劳动的时空特性，想要时时刻刻地去“监督”合作社中每个社员的边际贡献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合作

社的基层领导者会选择实现较低的监督程度。在此安排下，部分手工业者的理性选择自然是偷懒而不是努力勤劳地工作，而那

些原先高效的手工业劳动者对此会感到不满，如有可能则直接选择退出。“为了保证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通常会由政府的各

种行政补贴支付给受害者一笔钱，对实际受损方进行适当的‘补偿’或‘赎买’。”[23]但在合作化过程中，国家将大部分资金

用于合作社基础设施建设后已无力进行补偿。因此，只能依靠合作社内部以“协商”的会议形式，来自行完成支付费用过程，

这无疑增加了合作社的经营成本，更严重的是滋生了经济腐败、公权私用等问题。 

综上所述，新的生产关系要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对手工业合作化而言，初始阶段所建

                      

①《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的报告》，档案号:j101-006-104,浙江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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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分工合作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合作化后期，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在手工业技

术水平并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简单、直接地建立起新的合作生产关系，显然违背了经济规律和社会生产力自身的发展

模式。改革开放之后江浙小商品经济的迅速崛起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仅仅依靠精神动员是无法克服合作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

的，也是无法充分调动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的。但整体上来说，在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

困难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促进手工业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这确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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